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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参与平台生态如何助推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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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资源编排理论、竞合理论为基础,形成“中小企业参与平台生态-数字资源整合和利用-数字化转型绩效”的理论路

径,构建中小企业在平台参与中“与主导企业协同”和“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的整合逻辑。 基于 954 家

中小企业的调查数据,以统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中小企业与平台主导企业、其他参与企业协同均会促进其数字

化资源整合的广度和深度,但与主导企业协同更能促进整合深度提高,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更能促进整合广度提高;②中小

企业的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有正 U 型影响,整合深度对转型绩效有倒 U 型影响;③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
深度在“企业间协同-数字化转型绩效”间能够发挥对应的非线性中介效应。 研究为促进中小企业借助平台与不同主体协同

来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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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小企业作为经济运行中数量最大和最具活力的企业群体,其数字化转型能改进企业核心业务、简化

运营流程和更新商业模式,是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途径,因而其数字化转型路径和模式选择问题受到学术

界和实践界普遍关注[1-2] 。 然而,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非易事。 当前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转型能力不够、
转型成本偏高、转型阵痛期较长三个问题[3] 。 根据埃森哲 2023 年发布的《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2023 年

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得分仅为 44 分(满分 100),仅有 9%的企业成为领军者,绝大多数企业仍停留在数

字化探索阶段。 究其原因,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中小企业受限于业务规模和资金实

力,转型能力相对薄弱[4] 。 尽管数字经济发展能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但企业资源禀赋差异引发的集

聚效应差异又使其发展过程自发产生和扩大数字鸿沟,反而限制企业发展[2] 。 我国中小企业面临数字化转

型迫切需求与数字化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1] 。
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已意识到,需借助外部力量推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而平台成为中小企业乘势而

上的最佳选择之一[5] 。 企业既可利用平台的高效对接能力降低交易成本[6] ,也可通过“超模块化”组织结构

实施大规模数字化活动[7] 。 通过成为平台生态参与者,传统企业可利用平台数字化资源[8] ,融入共生系统

以实现资源、技术互补。 实践中,已有企业通过加入平台成功实施数字化转型,如工业设计领域的“洛可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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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数字化平台“钉钉”成功实现了向数字化设计集团的转型[9] ;如海尔集团的 COSMOPlat、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的工业智能云系统(industrial
 

intelligent
 

cloud
 

system,INDICS)等以创新合作为目标的平台,也都为中小

企业获取数字化资源、提升企业转型绩效创造了条件。 正如《“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所述,要鼓励和

支持互联网平台、行业龙头企业等立足自身优势,开放数字化资源和能力,帮助传统企业和中小企业数字化

转型。
关于企业借力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10] 。 目前研究在“平台对外部影响”角度更

多基于资源基础观,强调信息、知识和数字化资源藉由平台进行网络状生成和传递,企业从中获益[11-12] ;又
在“平台对内部影响”角度关注平台对分散资源的整合利用,通过数字化资源集聚获得李嘉图租金,或整合

资源而获得彭罗斯租金甚至熊彼得租金,但占有租金、取得“剩余索取权”的多为大企业而非中小企业[13-14] 。
由此,现有研究似乎忽视了中小企业参与平台的两个重要理论问题。

第一,中小企业羸弱的资源和能力禀赋难以产生资源集聚效应,参与平台反而自发扩大与平台内资

源充足企业的“数字鸿沟” 。 为了理顺这一问题,本文以资源编排理论进行逻辑推演:资源编排理论强调

“资源和能力的合理配置比资源和能力本身更重要” [15] ,那么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与平台中重要的“常规业

务合作主体”建立更加紧密的互动关系,在互动中获得对方的知识溢出,再通过数字化资源分享行为提高

潜在资源总量,顺序推动资源编排理论所强调的“资源结构化、资源归拢整合和资源利用”三个子过程,
以“螺旋上升”形式建立竞争优势[15] 。 因此,中小企业在平台内大范围接触数字化资源并不能直接导致

数字化转型,转型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常规业务合作主体”的互动质量和共同长远利益,因而以中

小企业与平台中各主体“协同”作为逻辑起点,协同关系触发中小企业对数字化资源结构的理解,进而推

动资源整合和利用。 基于此,本文构建并验证“ 主体间协同-数字资源整合与利用-转型绩效” 的逻辑

过程。
第二,中小企业借助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涉及与两类主体互动:一是平台主导企业;二是其他参与企

业。 与它们合作是否导致不同的数字化转型路径? 目前研究多是站在平台主导企业角度,关注主导企业对

平台及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治理模式[16] 或“上下结合”治理模式[17] ,仅有少数研究站在参与者角度,强调

主导企业与参与者间复杂的依附与互补关系[9] 。 但需注意,平台内的各参与企业之间存在着相对对称的竞

合关系,而与主导企业间存在高度非对称竞合关系,导致互动情况不同:一方面,主导企业通过搭建平台为

参与企业提供价值,提升参与企业数字化资源积累,但主导企业也会因其技术能力、资源禀赋、产业地位优

势而控制参与企业行为边界[18] ,若合作中出现谋取准租金动机,则会攫取共创价值的剩余索取权。 中小企

业除了获得正常利润外,合作过程可能难以促进数字化转型所需知识和资源的积累。 另一方面,平台众多

参与企业间也产生竞合,且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活动起着主导作用[12] ,尽管互动行为受平台规则约束,但知识

溢出依然会在企业边界发生,能基于潜在合作机会采取更加开放的互动关系,就不同行业及领域数字化资

源形成交流,推动数字化转型。 因此,平台主导企业和参与企业极有可能提供不同的数字化资源整合路径,
而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这一问题。

综上,本文基于资源编排理论和竞合理论,深入探讨中小企业参与平台实施数字化转型时与不同主体

的协同机制,分析不同协同关系中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资源整合及利用提升数字化转型绩效,并通过实证

检验对理论假设进行验证,丰富和完善平台参与者视角的研究思路,为中小企业借力平台实施数字化转型

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本文旨在探索中小企业与平台生态不同主体协同如何影响其数字化转型。 平台生态系统是平台主导

企业与其他参与者(包括提供互补服务或产品的企业及最终用户)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其核心是一组通过

外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创造价值的数字资源[16] 。 由于消费者难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组织心智、
流程模式、技术路径产生实质帮助,因而本文以企业“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和“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作为

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 另外,平台本身并不一定拥有基础设施资源形式的实物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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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重点关注平台不同主体之间的互动,强调主体之间的

依赖性、网络性、竞合关系和资源整合 [ 19] 。 根据资源

编排理论,平台作为一种资源集成机制,参与平台有

助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逻辑是异质性数字化资

源的整合 [ 20] ,且考虑到平台主导企业和其他参与企

业所发挥的功能可能不同,因而本文引入“ 数字化资

源整合广度和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 两个变量作为

整个逻辑关系的核心机制。 总结以上推理,最终的模

型结构是,数字化资源整合的广度与深度能够作为中

间机制,解释不同平台主体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贡献,从而提高数字化转型绩效。 具体理论模

型如图 1 所示。
(一)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促进数字化资源整合

安索夫[21]将“协同”概念引入战略管理领域,关注各业务单元协作实现企业价值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哈肯[22]强调系统秩序形成过程中,合作活动与竞争活动同等重要,当合作活动起主导作用时,竞合双方建立

紧密伙伴关系,推动企业间资源共享和资源价值提升,形成协同关系。 企业间协同能在产品、用户、技术、业
务等多个角度发生,促进双方在核心能力、关键资源、商业模式等方面形成学习效应,间接推动竞争关键点

优化、价值链流程重构和创新模式的彻底再造。 此外,基于外部资源与自有资源的相似程度,Wernerfelt[23]将

资源划分为互补性资源和相似性资源两大类。 互补性资源指那些能与企业现有资源形成有效协同,共同创

造新价值的外部资源,它们虽然为企业所不具备,但通过与自有资源的融合,能为企业带来显著竞争优势。
而相似性资源则侧重于那些与自有资源在产品、用户、技术、业务及分销渠道等多个维度上存在共性的外部

资源,它们的获取有助于企业进一步巩固和拓展已有资源基础。 中小企业与平台生态各企业协同,有助于

整合平台提供的相似性资源和互补性资源,追求价值主张一致、数字技术匹配、组织流程适配,进而实现数

字化资源整合。
一方面,相似性资源是平台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建立合作的基础,双方在常规业务中以产品、用户、

技术、业务等方面有重合的、一致性程度较高的资源进行合作[24] 。 双方协同水平提高会强化基于相似性

资源的合作关系,其间溢出的特定领域数字化知识和技术能被中小企业理解,扩大狭小领域的数字化资

源整合深度,并就这些方面逐渐展开基于数字化的合作关系,以期借助数字化技术降低协调成本并形成

资源利用的规模效应,实现基于相似性资源的数字化资源持续整合。 因此,中小企业与主导企业协同可

帮助其理解特定领域数字化资源的结构,且企业在认知和整合相似性资源时,拥有与生俱来的知识基础

和学习机制,能够高效地识别、理解和吸收这些资源[25] ,能深度挖掘此类数字化资源结构特性,提升整合

深度。
另一方面,互补性资源是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开展长期战略合作的关键动因,双方整合各自独特资源

实现常规业务价值增值[24] ,并基于资源互补结构逐渐展开数字化合作,推动基于互补性资源业务合作关系

的试探与扩展。 中小企业与主导企业高度协同,能帮助其获取企业本身不具备的数字化资源,积累数字化

资源来源渠道、知识基础和学习机制,扩展自身并不熟知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实现数字化资源整合的多样

性,提升整合广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H1a);
“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H1b)。
(二)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协同促进数字化资源整合

企业除了与平台上的主导企业互动外,还与同一平台上的其他参与企业互动。 其中,中小企业与

其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同行业或有一定市场重叠度的竞争者,在平台上处于相同的生态位,具有相

似的资源特征和环境机会;另一类市场重叠度较低,面临不同的环境机会,在平台上处于不同的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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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甚至是在原有行业中的垂直互补,具有较高的资源互补性。 这两种关系本质上是平台参与者之间

的竞合关系 [ 26] ,“竞合”的具体情况是由双方企业的市场重叠度、资源相似性、资源互补性和机会主义

因素决定的。
上述第一类关系类似于横向竞合,参与企业间处于平台相同生态位,参与平台过程中竞争大于合

作[26] 。 然而,由于竞争各方在资源属性、心智模式和战略意图上的相似性,它们能够筛选和吸收彼此参

与平台进程所产生的知识溢出。 通过识别有价值的数字化资源而间接达到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扩展。
这一过程类似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现象,关系双方在平台提供的虚拟空间聚集中相互观察和模仿,实现

组织对资源获取渠道、选择程序、整合模式等的间接学习。 随着中小企业与合作伙伴协同程度的不断深

化,双方往往能够依托各自相似的资源禀赋,在特定的细分领域内开展深度的数字化资源合作,实现资源

价值的最大化利用。 另外,由于面临的环境特征相似,为了应对数字化带来的环境挑战[27] ,此类企业有

共同改进技术、进入新领域、分担风险和降低成本的动机[28] 。 在组织架构相似的基础上,双方将共同探

索资源获取渠道、培训机制、管理方法并进行资源共享,通过推进资源整合效率,降低数字化资源获取成

本,提高整合深度。
在上述第二种关系中,各企业在平台中所处的生态位不同。 市场重叠度、资源相似度均较低,若双方的

资源和能力互补,则呈纵向竞合,将有更多相互协同的机会[26] ,并基于潜在资源互补结构发展数字化资源共

享行为,突破自身资源局限,提升对数字化资源的敏感度,实现更广泛的资源连接和整合获取。 双方利用各

自的专长和互补资源性,满足平台方或终端用户的需求,从而在具有长远价值的资源互补结构基础上建立

数字资源互补关系,为实现高效的获取和使用共同寻求数字资源整合的途径,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

合深度。 另外,为了应对数字经济引发的环境不确定性,纵向竞合伙伴会主动寻找更多资源互补机会,产生

共同完善供应链流程、加强双方价值专属属性、联合抵御竞争对手的动机[28] 。 这些潜在合作关系使双方发

展多领域数字化资源共享行为,促进整合广度扩展。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H2a);
“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正向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H2b)。
(三)与不同主体协同对数字化资源整合的影响

参考知识治理及双元创新相关观点,尽管兼顾资源整合深度和广度能为企业带来更高的资源价值,但
要求企业建立更多、更深入的协同关系,从而产生更多关系成本;也要求企业更大范围的组织心智和组织流

程调整,从而产生更多学习成本。 考虑到中小企业禀赋限制,反而容易产生资源冗余和新创价值递减问

题[29] 。 为此,本文意图将资源整合的两个维度分类考察:
相比于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更能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 事实上,

两者间的竞合关系体现在:①由于资源和能力的高度不对称,主导企业有意通过制定平台规则来控制参与

企业,以维持平台的良性运转,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②双方之间的依存、互补和共生的本质,要求主导

企业不能过分追求准租金,会关注或被迫关注与参与企业分享平台剩余索取权的需求。 那么,主导企业会

以某一领域资源价值为基础,就特定领域展开深入合作;但在其他领域,主导企业会以更谨慎的态度看待参

与企业,出现知识藏私动机[30] 。 由此,双方会在该特定领域逐渐展开数字化合作,且主导企业作为“大企

业”,拥有更优质的数字化资源及其利用经验,帮助参与企业提高特定领域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 相比之

下,参与企业间合作关系建立多由平台主导企业倡导,互动行为受平台规则和治理机制限制,合作关系建立

更缓慢[9] ,数字化资源深度整合较难实现。 特别是各参与企业均是“小企业”状态时,数字化资源禀赋的匮

乏,也导致深度整合的可行空间更小。
反之,相比于与主导企业协同,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更能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 如前文

所述,主导企业容易出现知识藏私动机,导致双方难以在研发、生产、营销等多领域形成数字化资源流动。
极端情况下,主导企业会以“大企业”地位及平台规则限制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扩展,只强调双方

业务合作领域的深度数字化资源发展,使中小企业建立数字化资源的“专用性资产”而陷入“单边锁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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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取更多准租金[31] 。 相比之下,参与企业间则能进行多种类数字化资源整合。 平台搭建的内部关系网络,
能以“媒介”状态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资源进行筛选、集中和整合,并根据各参与企业需求进行资源网状

传递与分享[32] 。 中小企业通过平台实现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能接触多领域异质性数字化资源。 另外,平
台资源分配模式强调优先将有限资源分配给资源匹配度更高的企业[19] ,提高互补性数字化资源流动性,进
而扩展参与企业间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和假设 4:
“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比“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更能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H3);
“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比“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更能促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H4)。
(四)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

从资源编排视角出发,企业可整合的数字化资源种类越丰富,其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可行性和拓展空

间越大[33] 。 但整合多样化数字化资源使中小企业面临更高的资源约束,反而导致数字化转型的短期绩效下

降。 原因可能是:①平台中各类企业处于竞合状态,紧密合作关系需通过一系列试探、互动、谈判活动而逐

步发展,顺次经历陌生人、熟人、伙伴三个阶段,耗费大量组织资源[34] 。 中小企业在平台中追求多样化数字

资源,须与若干不同主体建立协同关系,导致资源消耗。 ②整合多样化数字化资源要求企业储备多种类知

识基础、培育多种类资源甄别能力、建立能吸收多种类数字化资源的组织流程[35] ,该过程耗费大量组织资

源。 因此,当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过小时,提高整合广度的资源耗费较大,而有限种类的数字化资源难以发

展资源利用的多种途径,对数字化转型的促进效果甚微。 但当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达到一定程度后,情况

将发生变化:①企业已经有了相应的知识基础和组织流程,通过继续提高整合广度所需资源的边际成本递

减;②随着中小企业平台中伙伴增多,社会资本理论中“关系带来关系”的效应逐渐显现[34] ,关系类资源耗

费的边际成本递减;③数字资源的多样性意味着大量的资源组合方式,企业将有更多数字化转型路径选择,
从而追求内外部环境和资源协同,实现更好的转型绩效。 综上,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有

非线性影响,超出特定阈值的整合广度才能提升转型绩效。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5:
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正 U 型”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H5)。
在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协同中,双方存在相对对称的竞合关系,但建立协同关系、扩展数字化资源

整合广度的资源耗费巨大:①各参与企业互动行为受平台规则约束;②参与企业品牌传播力度不及平

台主导企业,导致甄选和试探合作关系的大量资源耗费,当中小企业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程度过低

时,追求多样化数字化资源整合产生大量关系成本。 但当协同程度达到特定水平后,中小企业能与横

向竞合伙伴为应对共同环境挑战、创造共同利益 [ 27] ,促进多领域合作而推动数字化资源分享;与纵向

竞合伙伴寻找资源互补机会,加强双方价值专属 [ 28] ,实现多种领域数字化资源分享。 由协同导致的资

源整合广度扩展引发的边际学习成本和关系成本递减,而多种类的数字化资源带来更多资源组合方

式,促进转型绩效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6:
在“与其他参与企业协同” 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正 U 型” 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

(H6)。
(五)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非线性影响及其中介效应

基于某一领域数字化资源的深度挖掘,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在该领域的数字化成果。 中小企业将优先识

别平台主导企业的相似性资源,并促进该领域数字资源的深度整合,以快速发现可行的转型路径。 当中小

企业与参与企业处于相同生态位,双方有共同改进技术、进入新领域和降低成本等动机[28] ,以相似性资源为

基础在狭小领域展开深度数字化合作;当双方处于不同生态位,因某种专业契合性或互补性资源而具有天

然合作基础[26] ,能在特定领域深入挖掘数字化资源价值,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并降低协调成本,更快实现该领

域的数字化转型。
但过度追求整合深度,导致中小企业聚焦于狭小领域的数字化资源,反而抑制转型绩效:①狭小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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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资源导致企业相关知识基础单一,中小企业资源约束问题产生知识挤占效应[36] ,导致数字化资源利

用途径受限;②对于单一类型数字化资源持续深度挖掘会增加挖掘难度,加大耗费资源。 因此,数字化资源

整合深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有非线性影响,超出特定阈值的整合深度抑制转型绩效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7:
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倒 U 型”影响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H7)。
在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中,随着中小企业加入平台并与主导企业建立常规业务合作关系,双方协同水

平提高会强化基于相似性资源的合作关系,扩大狭小领域的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迅速发现特定方面数字

化转型的可行路径。 但双方竞合关系高度不对称,若过度追求与主导企业协同,容易使中小企业陷入“单边

锁定”。 主导企业会优先在双方常规业务领域深化合作关系,中小企业为强化与主导企业长远合作关系,会
高度响应主导企业要求[14] ,但主导企业数字化资源及相关知识深度较大,中小企业资源约束问题致使其数

字化资源及知识基础单一。 在极端情况下,协同程度过高使主导企业形成对伙伴关系的“依赖”,依照资源

依赖理论,主导企业为降低伙伴违约风险,会设法使中小企业建立专用性资产[31] ,加剧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

纵深发展,但类型单一反而限制转型绩效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8:
在“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 的情况下,中小企业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倒 U 型” 影响数字化转型绩效

(H8)。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以问卷调查方式进行线上数据收集,测量变量借鉴改编国内外成熟量表构成初始问卷,请教数字

化转型、平台研究方向专家及企业高管对问卷进行修改。 初步问卷量表形成后,团队成员在所在高校选取

50 位符合要求的工商管理硕士(MBA)学员进行预测试,基于前测结果,团队进行多次讨论,识别并剔除了不

合理测度题项,且修改了表述不清楚部分,最终确定适用于中国企业情境的正式问卷。 除企业规模、行业类

型和成立年限之外,其他题项均采用 Likert 五级量表测度。 问卷发放以滚雪球方式进行,旨在覆盖更广泛的

样本,正式问卷发放时间集中在 2023 年 5—8 月,主要聚焦于数字化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广东等东部沿海

省份,参与平台进行数字化转型的多个行业企业。 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种途径收集问卷:①根据各省市工

商联提供的企业名单,经中间人介绍,联系企业负责人并发放问卷;②委托相关省市的数字经济联合会等发

放问卷;③借助专业调研公司渠道。 团队在调研前要求向被调研企业详细解释本次问卷目的,并要求对企

业运营状况有深入了解的中高层管理者填写问卷,实际发放问卷 1200 余份,回收问卷 1191 份。 为筛选出有

效问卷,问卷设置了企业参与平台情况“填空题”,剔除未参与平台的企业和参与到平台中不与其他企业进

行互动的企业。 此外,通过抽检样本剔除存在缺失值和五级制题项标准差为 0 的样本,有效问卷 954 份,有
效回收率为 80. 1%。

(二)变量测量

自变量:企业间协同程度。 分为“与主导企业协同” (SWLE)和“与参与企业协同” (SWPE)。 以王文华

等[37] 、李宇等[38] 、Kostova[39]和 Van
 

der
 

Borgh 等[40]的研究为基础,结合中小企业的规模小、资金少和创新意

愿强特征,涉及战略文化协同、技术协同和组织协同三方面,共设计 8 个题项。
 

因变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绩效(DTP)。 以池毛毛等[41] 的研究为基础,涉及商业运作、业务流程、价值创

造三方面,共设计 6 个题项。
中介变量:数字化资源整合,并将其分为深度(RID)和广度(RIB)。 整合广度反映企业整合数字化资源

的范围,整合深度反映企业整合数字化资源的层次[42] 。 本文以肖冰等[42] 的定义为基础,借鉴 Jin 等[43] 和杨

震宁等[36]研究知识治理时的测量思路,开发 6 个题项。
控制变量:①企业层面。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不同行业中存在明显差异,企业努力创新会增加组织

柔性而间接对企业转型产生影响,企业成立年限和规模能表征企业间大类差异[44] ,故控制行业类型( IT)、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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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努力(EI)、成立年限(FY)和企业规模(ES)。 ②平台层面。 平台开放度影响企业参与协同的数量,企业所

参与平台规模、参与平台数量对企业资源整合行为产生影响,故控制平台开放广度(POB)、开放深度

(POD)、平台规模(PS)和企业参与平台数量(NPP)。 样本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 项目 数量 占比(%) 变量 项目 数量 占比(%)

企业成立年限

企业规模

产权性质

参与平台数量

0~ 5 年 302 31. 70
6 ~ 10 年 417 43. 70

10 年以上 235 24. 60
0 ~ 100 人 239 25. 10

101~ 300 人 289 30. 30
301~ 500 人 205 21. 50

501 ~ 1000 人 130 13. 60
1001 人以上 91 9. 50
国有企业 57 6. 00
民营企业 531 55. 70
外资企业 232 24. 30

中外合资企业 134 14. 00
1~ 5 个 511 53. 60

6 ~ 15 个 313 32. 80
16 个以上 100 13. 60

行业类型

平台规模

农、林、牧、渔业 129 13. 50
制造业 180 18. 90
采矿业 57 6. 00
建筑业 88 9. 20

批发和零售业 203 21. 30
金融业 73 7. 70

房地产业 17 1. 80
医药行业 61 6. 40

交通运输业 124 13. 00
其他行业 22 23. 00

100 万以下 212 22. 20
101 ~ 500 万人 351 36. 80

501~ 1000 万人 200 21. 00
1001 ~ 3000 万人 120 12. 60
3001 万人以上 71 7. 40

四、实证分析

(一)同源偏差和信效度检验

采用 Harman 单因素检测方法对所有题项做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未旋转时第一主成分只解释

了变异量的 22. 774%<40%,说明研究数据不存在同源偏差问题。
表 2 为各变量的信效度检验值。 所有变量的 α 均大于 0. 74,各变量信度良好。 所有变量的 KMO 均大

于 0. 69 且 Bartlett 球度检验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 001,适合做因子分析。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各题项

因子载荷均大于 0. 6,AVE 均大于 0. 5,CR 均大于 0. 75,量表聚敛效度良好。 结构方程拟合参数 CIMN / DF =
2. 506、RMSEA= 0. 04、IFI= 0. 932、CFI= 0. 932、TLI= 0. 926,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各变量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的平方根(表 3)对角线位置的数值均大于相关系数,量表区分效度良好。

(二)相关分析

如表 3 所示,自变量、中介变量及因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各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小于

0. 5,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影响回归分析结果,且对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进一步减小了多重共线性的

影响。

表 2　 变量测量及信度、效度检验

变量 子维度 测量题项 α 系数 因子载荷 AVE CR

企业间
协同

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
(SWLE)(KMO= 0. 802)

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协同
(SWLE)(KMO= 0. 813)

我公司与平台主导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物质等具有适
度的互补性

我公司与平台主导企业之间能够相互激励进行知识、信息
或物质的交换

我公司与平台主导企业在经营活动中相互依赖

我公司与平台主导企业之间有多种协作组织形式

我公司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之间的知识、技术、物质等具
有适度的互补性

我公司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之间能够相互激励进行知识、
信息或物质的交换

我公司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之间在经营活动中相互依赖

我公司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之间有多种协作组织形式

0. 822

0. 838

0. 62

0. 755

0. 737
0. 811

0. 74

0. 773

0. 703
0. 785

0. 539 0. 822

0. 549 0.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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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子维度 测量题项 α 系数 因子载荷 AVE CR

数字化
资源整合

整合广度(RIB)
(KMO= 0. 81)

整合深度(RID)
(KMO= 0. 802)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获取了较多数量的数字
化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整合多样化的数字化
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从多种渠道(或媒介
与方法)整合合作伙伴的数字化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整合的数字化资源领
域非常广阔(能整合到涉及研发、制造、营销、管理等多个
领域的数字化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深入挖掘数字化资源
的价值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使用一些渠道(或媒
介与方法)强烈而密集的整合数字化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深度整合研发、制造
或营销等特定领域的数字化资源

我公司在参与平台合作的过程中,能充分整合所获取的数
字化资源

0. 83

0. 822

0. 692

0. 764

0. 743

0. 766

0. 758

0. 760
 

0. 701

0. 707

0. 55 0. 83

0. 536 0. 822

数字化
转型绩效

(DTP)
KMO= 0. 89

我公司运用了数字化技术进行商业运作

我公司采用数字技术对现有产品、服务和流程进行改造升级

我公司面推广数字化设计、制造和管理

我公司开发数字化的产品与服务

我公司愿意花费精力大力推广和宣传数字化技能和管理
知识

我公司内部一致认为采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管理有利于
企业发展

0. 857

0. 724
0. 71
0. 656
0. 781

0. 694

0. 672

0. 5 0. 857

企业创新
(EI) KMO= 0. 83

和同类企业相比,我公司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

和同类企业相比,我公司鼓励员工提出新想法

和同类企业相比,我公司乐于寻找新的方法、工具和技术

和同类企业相比,我公司对创新失败的容忍程度较高

0. 868

0. 819
0. 772
0. 806
0. 760

 

0. 624 0. 869

表 3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 FY 1
2. ES 0. 614∗∗ 1
3. NPP -0. 026 0. 003 1
4. PS 0. 170∗∗ 0. 225∗∗ -0. 048 1
5. IT -0. 080∗ -0. 106∗∗ -0. 022 -0. 158∗∗ 1
6. EI -0. 013 -0. 051 -0. 007 -0. 150∗∗ 0. 127∗∗ 0. 724

 

7. POB -0. 024 -0. 044 0. 024 -0. 076∗ 0. 062 0. 255∗∗ 0. 725
 

8. POD 0. 006 0. 001 -0. 023 -0. 028 0. 057 0. 376∗∗ 0. 355∗∗ 0. 710
 

9. SWLE 0. 028 -0. 01 -0. 068∗ -0. 039 0. 082∗ 0. 218∗∗ 0. 266∗∗ 0. 340∗∗ 0. 716
 

10. SWPE -0. 016 -0. 074∗ -0. 009 -0. 104∗∗ 0. 048 0. 300∗∗ 0. 270∗∗ 0. 348∗∗ 0. 233∗∗ 0. 724
11. RIB -0. 003 -0. 047 -0. 014 -0. 086∗∗ 0. 074∗ 0. 207∗∗ 0. 232∗∗ 0. 354∗∗ 0. 255∗∗ 0. 252∗∗ 0. 771

 

12. RID -0. 022 -0. 027 -0. 017 -0. 108∗∗ 0. 057 0. 301∗∗ 0. 388∗∗ 0. 406∗∗ 0. 340∗∗ 0. 361∗∗ 0. 314∗∗ 0. 739
 

13. DTP 0. 013 0. 021 -0. 039 -0. 089∗∗ 0. 131∗∗ 0. 256∗∗ 0. 224∗∗ 0. 296∗∗ 0. 195∗∗ 0. 207∗∗ 0. 157∗∗ 0. 249∗∗ 0. 7
　 注:∗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对角线的数字表示该变量的平方萃取方差( AVE)的平方根,数值均大于相关系数,
表明量表区分效度良好。

(三)假设检验

1. 与平台不同主体协同对数字化资源整合的影响

表 4 的模型 1、模型 5 分别检验控制变量对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 / 深度的影响。 模型 2 ~ 模型 4 中,与主

导企业协同正向影响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回归系数 β= 0. 128,P<0. 001),与参与企业协同正向影响整合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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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瞬间间接效应

序号 路径 XVAL LowerCI THETA UpperCI

1 SWPE→RIB
→DTP

3. 0717 0. 001 0. 0086 0. 019
3. 881 0. 0021 0. 0109 0. 0247

4. 6904 0. 0028 0. 0132 0. 0321

2 SWLE→RID
→DTP

2. 9434 0. 007 0. 0291 0. 0619
3. 7697 0. 0013 0. 0082 0. 0199
4. 5959 -0. 0328 -0. 0127 -0. 0016

度(β= 0. 115,P<0. 001),假设 H1b 和假设 H2b 得到验证。 参考彭珍珍等[26] 做法,根据模型 2 ~ 模型 4 中调

整后的 R2 的变化情况,ΔR2
模型 2- 模型 3 =R2

模型 2 -R2
模型 3 = 0. 163-0. 155 = 0. 008,ΔR2

模型 2- 模型 4 =R2
模型 2 -R2

模型 4 = 0. 163-
152 = 0. 011,ΔR2

模型 2- 模型 3 <ΔR2
模型 2- 模型 4,表明“与平台参与企业协同”比“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更能促进企业

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假设 H4 得到验证。 模型 6 ~ 模型 8 中,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正向影响整合深度(β =
0. 178,P<0. 001),与参与企业协同正向影响整合深度(β = 0. 189,P<0. 001),假设 H1a 和假设 H2a 得到验

证。 根据模型 6 ~ 模型 8 中 R2 的变化情况,ΔR2
模型 6- 模型 7 = R2

模型 6 -R2
模型 7 = 0. 297-0. 273 = 0. 024,ΔR2

模型 6- 模型 8 =
R2

模型 6 -R2
模型 8 = 0. 297-0. 275 = 0. 022,ΔR2

模型 6- 模型 7 >ΔR2
模型 6- 模型 8,说明“与平台主导企业协同”比“与参与企业

协同”更能促进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4　 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RIB RID DTP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FY 0. 04 0. 03 0. 034 0. 035 -0. 014 -0. 029 -0. 022 -0. 022 -0. 003 -0. 006 -0. 002
ES -0. 048 -0. 038 -0. 045 -0. 04 0. 013 0. 029 0. 017 0. 027 0. 057 0. 055 0. 056
NPP -0. 01 -0. 002 -0. 002 -0. 009 -0. 02 -0. 008 -0. 009 -0. 018 -0. 037 -0. 037 -0. 036
PS -0. 052 -0. 046 -0. 051 -0. 046 -0. 063 -0. 053 -0. 062 -0. 053 -0. 054 -0. 059 -0. 046
IT 0. 033 0. 029 0. 027 0. 034 0. 0001 -0. 007 -0. 009 0. 001 0. 092∗∗ 0. 088∗∗ 0. 091∗∗

EI 0. 055 0. 029 0. 046 0. 036 0. 126∗∗∗ 0. 085∗∗ 0. 113∗∗∗ 0. 095∗∗ 0. 135∗∗∗ 0. 138∗∗∗ 0. 122∗∗∗

POB 0. 108∗∗ 0. 075∗ 0. 088∗∗ 0. 092∗∗ 0. 257∗∗∗ 0. 208∗∗∗ 0. 23∗∗∗ 0. 231∗∗∗ 0. 113∗∗ 0. 113∗∗ 0. 073∗

POD 0. 291∗∗∗ 0. 236∗∗∗ 0. 258∗∗∗ 0. 264∗∗∗ 0. 266∗∗∗ 0. 184∗∗∗ 0. 221∗∗∗ 0. 221∗∗∗ 0. 197∗∗∗ 0. 191∗∗∗ 0. 155∗∗∗

SWLE 0. 119∗∗∗ 0. 128∗∗∗ 0. 162∗∗∗ 0. 178∗∗∗

SWPE 0. 104∗∗ 0. 115∗∗∗ 0. 174∗∗∗ 0. 189∗∗∗

SWLE2

SWPE2

RIB -0. 609∗∗

RIB2 0. 642∗∗

RID 0. 665∗∗

RID2 -0. 561∗∗

调整 R2 0. 141 0. 163 0. 155 0. 152 0. 246 0. 297 0. 273 0. 275 0. 13 0. 14 0. 144

ΔR2 0. 022 0. 014 0. 011 0. 051 0. 027 0. 029 0. 01 0. 014
F 20. 629 19. 518 20. 37 19. 92 39. 946 41. 226 40. 676 41. 232 18. 876 16. 998 16. 496

　 注:∗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

2. 数字化资源整合与数字化转型绩效

表 4 中模型 9 检验了控制变量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 模型 10 中,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的平方项显

著(β= 0. 642,P<0. 01),表明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对数字化转型绩效有显著的“正 U 型”影响,假设 H5 得到

验证。 模型 11 中,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的平方项显著(β= -0. 561,P<0. 01),表明整合深度对转型绩效有显

著的倒 U 型影响,假设 H7 得到验证。
3. 中介效应检验

采用软件 SPSS20. 0 加载宏 MEDCURVE 检验数字化资源整合的非线性中介作用。 依照 Hayes 等[45] 的

做法,以样本均值加减标准差,确定自变量高、中、低三

个水平,计算参量 θ,以 Bootstrap 得到置信区间,检验瞬

间间接效应显著性。 表 5 为数字化资源整合的瞬间间

接效应检验结果,XVAL 为自变量分别取较低、中等、较
高的值,THETA 为对应三个水平的瞬间间接效应值,
LowerCI 和 UpperCI 为 95%的偏差纠正 Bootstrap 置信区

间。 路径 1 中, 当自变量分别取较低、 中等、 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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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717、3. 881 和 4. 6904)值时,瞬间间接效应值随着自变量水平值增大,且 0 不在置信区间内,说明中介变

量的瞬间间接效应显著,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在“与平台其他参与企业企业协同”和“数字化转型绩效”间非

线性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6 得到验证。 路径 2 中,随着自变量增大,瞬间间接效应值逐渐下降,且 0 不在置

信区间内,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在“与主导企业协同→转型绩效”间的瞬间间接效应显著,假设 H8 得到

验证。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中小企业与平台中多类主体业务协同是促进其数字化转型的基石,但平台主导企业与其他参与企业发

挥的效果不同。 本文发现,中小企业与平台各类企业协同本质是一种竞合关系,以业务领域的相似性资源

和互补性资源为基础,或为降低双方交易成本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或为共同改进技术、进入新领域而应对

环境挑战,持续整合数字化资源。 但主导企业和其他参与企业由于资源禀赋、生态位势、竞合地位对称性程

度不同,促进功能不同。 具体体现为,主导企业是平台资源获取、整合、配置、利用的中心,但主导企业还关

注平台治理问题,对参与其中的中小企业有所限制,因而与其协同更能提高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参与企业

之间竞合地位相对对称,双方数字化资源共享及转型合作的谈判成本更低,且参与企业能带来多领域和多

行业数字化资源,与其协同更能扩大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
中小企业藉由平台获取和整合数字化资源,但纵深整合与多元整合对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影响机制不

同。 本文发现,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对数字化转型产生正 U 型影响,整合深度对转型绩效产生倒 U 型影响。
专注于扩大整合广度要求中小企业在平台中建立更多连接关系、专门培育整合数字化资源所需的多样化知

识基础、多种类甄别能力、大范围组织流程和组织心智调整,有更高的关系成本和学习成本;专注于提高整

合深度导致中小企业局限于特定数字化知识框架内,形成同质化知识与资源冗余,难以通过资源组合发现

资源利用的新途径。 因此,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广度均应维持在特定水平上,相互匹配保持资源整合的高

边际收益和低边际成本,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数字化转型。
中小企业与不同主体协同和数字化整合共同构成了数字化转型绩效的前因。 中小企业要不断提升数

字化资源整合水平,能提升企业数字化资源的利用灵活性、有效性和准确性,通过数字化资源稀缺性和异质

性的积累,提高企业数字化程度并获得竞争优势。
(二)理论贡献

首先,本文从资源编排视角审视企业借力平台实施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并扩展数字化情境下的资源编

排研究。 现有研究更多将平台视为企业可用的数字资源池,未关注平台提供的数字化资源差异[35,46] ,更强

调企业内部数字化资源结构化、归拢整合和利用过程[47] 。 本文呼应 Amit 和 Han[48] 强调的数字时代以系统

为基础的企业资源配置观,细化平台不同主体及互动形态对中小企业资源编排的差异性影响,结合竞合理

论探讨不同外部主体对资源整合及能力生成的影响,构建和验证“主体间协同-数字资源整合与利用-转型绩

效”的研究框架。
其次,本文扩展了平台生态系统参与者视角的研究思路。 现有研究忽视了平台生态参与企业的战略能

动性[49] ,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意识到研究互补者的重要性,但与平台主导企业相关研究相比,仍存在极大不平

衡[14,50] 。 本文丰富了平台参与者数字化转型战略研究思路,站在参与者身份的中小企业视角,同时关注其

与主导企业、相同和不同生态位参与企业三类主体的互动关系及行为影响。
最后,本文丰富了平台生态系统研究中主体间竞合关系的相关观点。 以往平台内竞合关系的研究多关

注平台主导企业与参与企业之间的竞合模式与治理模式[14,51-52] ,较少探讨参与者进入平台生态系统后多边

主体间复杂且动态变化的竞合关系[50] 。 本文同时关注中小企业与平台主导企业、其他参与企业间的竞合关

系,并区分其中可能存在的横向和纵向竞合关系,进一步呼应刘畅等[50] 关于平台互补者嵌入平台多边主体

关系的研究,讨论参与企业面对不同竞合模式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机制,拓展竞合理论在平台情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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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启示

借助平台实施数字化转型,比中小企业自组织或被组织的封闭式转型见效更快,实践中应注意:
首先,中小型企业应当兼顾与主导企业、其他参与企业的互动关系。 中小企业可加入各类创新主导型

平台及交易主导型平台,及早搜寻潜在合作伙伴,在常规合作中着力于协作惯例培育,与恰当企业形成以关

系式交易为特征的互动形态,再基于相似性资源和互补性资源逐步发展数字化合作,积累数字化资源来源

渠道、知识基础和学习机制。
其次,中小企业须重视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和广度的相互匹配。 在某一领域深入挖掘数字化资源虽能

够快速提升企业该领域数字化成果,但容易局限于狭小数字化知识框架内;进入平台初期追求多样化数字

化资源导致大量组织资源耗费。 当中小企业极度缺乏数字化转型的知识基础、组织心智、资源整合经验时,
优先与主导企业协同而积累狭小领域数字化资源,并借助其提升合法性地位,间接减少整合广度扩展的学

习成本和关系成本,再扩大与其他参与企业的协同数量,以多种类数字化资源扩展资源组合方式,增加转型

可行路径。
最后,中小企业需注意与平台内其他主体“竞合有度”。 平台中各企业间资源和能力属性差异、生态位

差异导致协同中面临不同的竞合关系:与主导企业协同,要强化垂直依附与互补关系,保证自身独立性的情

况下实现深度合作;与相同生态位的参与企业协同,要以共同面临的环境挑战为基础,强化共享利益下的数

字化合作;与不同生态位的参与企业协同,要以互补性资源形成合作机会,通过业务合作逐渐试探数字化资

源共享关系。
(四)局限与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局限性,具体表现为:①平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与数字化资源有关,也可能与其他

资源有关。 而本文只讨论了主体间协同影响数字化资源整合继而影响转型绩效这一路径,还有更多影响机

制有待研究。 ②本文未提出平台各主体协同对转型绩效直接影响关系的假设。 原因是平台各主体互动呈

动态复杂特征,既包括纵深的互补性资源合作,也包括横向的相似性资源合作,且竞合关系及资源合作属性

随平台治理环境差异具有权变特征[26] ,其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难以一概而论。 因而本文本质以数字化资源

整合作为影响转型绩效的逻辑起点,将平台中企业间协同作为诱发条件。 但结合本文已验证的假设 H1 ~ 假

设 H4 容易发现,与主导企业协同更容易提高数字化资源整合深度而倒 U 型影响转型绩效(已得到本文数据

支持),与参与企业协同更容易提高数字化资源整合广度而正 U 型影响转型绩效(本文数据支持持续正向影

响关系)。 后续研究可从平台类型角度,分别探讨不同属性平台导致的企业间竞合差异及其影响的转型绩

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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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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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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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ing
 

Enterprise”
 

and
 

“Participating
 

Enterprise”
 

Zhao
 

Zhen,
  

Tian
 

Hui,
  

Li
 

Yab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Lan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zhou
 

73005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resource
 

arrangement
 

theory
 

and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ory,
  

a
 

theoretical
 

path
 

of
 

“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participation
 

platform
 

ecology-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was
 

formed,
  

and
 

an
 

integration
 

logic
 

of
 

SMEs’
 

“collaboration
 

with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articipating
 

enterprises”
 

in
 

platform
 

participation
 

affect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954
 

SMEs,
  

the
 

empirical
 

test
 

using
 

statistical
 

method
 

shows
 

that
 

SMEs
 

can
 

promot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their
 

digital
 

resource
 

integration
 

by
 

cooperating
 

with
 

the
 

platform
 

leading
 

enterprises
 

and
 

other
 

participating
 

enterprises,
  

but
 

th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leading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and
 

the
 

collaboration
 

with
 

other
 

participating
 

enterprises
 

can
 

promote
 

the
 

breadth
 

of
 

integration.
  

The
 

breadth
 

of
 

digital
 

resource
 

integration
 

of
 

SMEs
 

has
 

a
 

positive
 

U-shaped
 

impact
 

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
 

depth
 

of
 

integration
 

has
 

an
 

inverted
 

U-shaped
 

impact
 

on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The
 

breadth
 

and
 

depth
 

of
 

integration
 

can
 

play
 

a
 

corresponding
 

nonlinear
 

intermediary
 

effect
 

between
 

“ inter-enterprise
 

collaboration-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It
 

provide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SMEs
 

through
 

platform-enabled
 

collaboration
 

with
 

diverse
 

entities.
Keyword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platform
 

ecosystem;
 

integ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resource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performance

96

赵　 振等:
  

中小企业参与平台生态如何助推数字化转型?


